
第三章 令人惶惑的审判 

  斯大林为老党员组织的弥天大罪，震慑了整个世界。这些站在莫斯科法庭前的被告，都是名扬四海的人物。他们曾与

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发动俄国工人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些杰出的革命家突然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是什么动机致使他们犯下了

诸如间谍罪、叛国罪、破坏工业建设罪，直至大规模镇压工人等一系列不赦之罪？这一切，难道就是仅仅为了在苏联复辟

资本主义吗？  

  莫斯科审判使世界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或者列宁的所有同志和亲密助手都说变成了叛徒和法西斯匪徒。或者斯大林是

前所未有的阴谋家和刽子手。  

  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使人们惶惑，而当所有被告人都在审判中低头认罪之后，这种惶惑更是有增无减。人们越来越不

相信类似的审判。被告在法庭上的离奇行 为，使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测；他们可能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才认罪

的；或者，他们的口供是被酷刑逼出来的，或者，他们曾被强迫服食大量摧残意志的 药品。只有一方面是任何人连想也不

愿想的，那就是斯大林是正确的，而列宁的老战友们的确犯了滔天大罪，所以才供认不讳。  

  当然，斯大林也明白，世界不会相信检察院空口无凭地宣布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奠基人投靠了希特勒或日本帝国主

义，不会相信这些人会千方百计地在 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人们都期待着他会尽其所能地举出客观证据来使罪名成

立，哪怕举出一条这样的证据也行。然而，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每次 都没出示任何一件证明被告有罪的证

据：既无密信，也没间谍性情报，甚至连一份政治宣言或者传单也没有。  

  可是起诉书却说。被告被指控犯下的阴谋罪，其规模是很大的。但三次莫斯科审判都拿不出物证，这不显得离奇吗？

按起诉书说，这些阴谋涉及全苏 联，而阴谋的参与者，据政府的猜测，还秘密潜往德国、法国、丹麦、挪威，在那些国家

里秘密集会，讨论杀害苏联政府领导人和分裂苏联的计划。在苏联各地，有 几十个恐怖小组和破坏小组在疯狂活动，企图

谋杀领袖人物、搞爆炸、破坏工矿企业的生产。总而言之，在整整四年时间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蓄意搞垮国家。但 是，

内务部竟不能发现一片纸或其它什么物证，这又如何解释呢？  

  斯大林在与几个外国作家谈话时是这么解释的：被告都是些富有经验的秘密活动家，预先就把会给他们招来灭顶之灾

的罪证统统毁掉了。一贯自认为深谙暗探局和当今内务部侦缉工作的斯大林，私底里大概也免不了要嘲笑自己的解释太可

笑，太经不起一驳。  

  沙俄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当今莫斯科法庭上的被告们相比，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并不比后者少。简言之，革命前的

被告席上和现在斯大林制度的被告 席上，坐的都是同样一批人。然而，沙俄警察局却常常在他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找到大量

的材料交给法庭作为物证，证明他们从事了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在暗探局 的档案里就发现了几百份党的文件，其中还

包括列宁本人的书信。  

  内务部与革命前的暗探局一样，拥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渠道，并能依靠奸细获得确凿证据。顺便指出，内务部比暗探局

更能笼络“耳目”——即告密者。 暗探局虽能千方百计地强迫革命者变节当好细，但却不能在遭到拒绝时用死亡来威胁



他。而内务部不仅威胁，而且确实可以杀害拒绝者，因为内务部这样做并不需要 法庭宣判。革命前的警察局可以把革命者

本人送去流放，但却没有权力流放或加害其家属，而内务部则拥有这样的权力。  

  当苏联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开庭公审的总结报告后，从一开始就怀疑斯大林此举纯粹是在清算原反对派首领的西方新闻

界，马上就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法庭没出示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客观证据。西方的这种反应，使斯大林极度不

安，他要国家公诉人维李斯基在下次开庭时当众进行解释。下面就是维辛斯基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莫斯科审判

会上的发言：  

  “指控被告的罪行是被告亲手造成的……但是，我们要具有什么样的证据才符合诉讼要求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

问：您说这是阴谋案，但您的证据何在呢？……”  

  “我敢肯定，对有关阴谋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这样的要求，刑事诉讼学中的基本法则也是这样讲的嘛。”  

  国家公诉人就这样括不知耻地表明，这种指控是无须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这样，凡是有头脑的人就必然会提

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侦讯人员没向被捕者出示任何罪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迫使老布尔什维克们供认犯过按苏联法律

应判死刑的大罪呢？  

  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曾经多次上过沙皇的。法庭，对刑法的基本原理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明白，他们没义

务证明自己有罪，相反，举证责任 应由国家公诉人承担。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等待“案件”调查工作

彻底失败。可是如今使全世界吃惊的是，这些被告人没象以往那样沉默，而是 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犯过一切被强加的罪

行。这种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在三次莫斯科审判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些身陷囹圄的党员，明知侦查机关没有掌握任

何 有害于他们的罪证，却偏偏愿意把唯一的、有损于自己名誉的，同时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依据提供给起诉人：这依据

就是他们自认有罪！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事办得如此认真，使得全世界的法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每一

次公审时，被告们都毫不犹豫地承 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

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让他用这些词来评价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他们 还设法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超过同案

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首。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就这样，公诉人说什么，被告人就承认什么，甚至在公诉人大肆歪曲他们的生平事实时，他们也丝毫不予反驳。例

如，季诺维也夫经受不住维辛斯基的 压力，就说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更典型的是维辛斯基与克里斯蒂安

·拉柯夫斯基的对话。拉柯夫斯基于一八九九年就投入了革命运动。革命胜利 后，列宁派他担任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

人。  

  维李斯基：您在罗马尼亚时的正式职业是什么？您的生活来源靠什么？  

  拉柯夫斯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地主。  

  维李斯基：这么说，您是不劳而获，靠收租过日子？  

  拉柯夫斯基：我是农业主。  

  维辛斯基：也就是地主，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不仅您父亲是地主，而且您也是地主，是剥削者，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我是剥削者。我收过租，而这些租子，大家都知道。是从剩余价值中获得的。  

  ……  

  维辛斯基；行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您的收入来源。  



  拉柯夫斯基：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明我把收入用到了什么事业上。  

  维辛斯基：那是另一回事。您现在还与形形色色的地主组织有联系吗？  

  公诉人就这样不让位柯夫斯基说明他把父亲的遗产用来做了什么。公诉人为何这样呢？不就是因为维辛斯基清楚地知

道，而且其它许多党员也知道。拉 柯夫斯基把继承的遗产全部贡献出来做了革命运动的经费。他创建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

党和他主编的社会主义日报，都是用他的钱维持下去的。除此之外，拉柯夫斯 基还赞助过其它几个国家的革命组织，并在

物力方面支持过俄国的革命运动。  

  然而法庭竟然不准他说明自己把所得的全部遗产都献给了党：对维辛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突出一点：拉

柯夫斯基有“当地主的历史”。  

  甚至《苏联小百科全书》也不得不指出，此人从十六岁起便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充积极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多次

被捕。应该说明，这部百科全书还 是在拉柯夫斯基因参加反对斯大林的派别而被开除出联共（布）以后才出版的。这部书

还指出，一九一七年五月，俄国士兵把他从罗马尼亚的雅西监狱中解救出来， 因为他参加过俄国的革命斗争。  

  老布尔什维克们丝毫不愿为自己辩护，这固然令人生疑。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方面的事实；被告们在表示出对自我辩

护丝毫无动于衷的古怪态度的同时，亦拼命为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英明唱高调。为斯大林炮制出来迫害他们的莫斯科一审判

辩护。  

  季诺维也夫在最后陈述中说：“党发现我们在堕落，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发言中强调说，反对派的思

想倾向会使我们头脑发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可我们没有听取这一警告。”  

  被告人加米涅夫在最后陈述中说：  

  “我是第三次站在无产阶级法庭面前……前两次保住了我的命。但无产阶级的宽容是有极限的，我们现在就已到达了

这一极限。”  

  瞧，这真是旷世罕见的怪事！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身临死亡边缘、罪责加身，非但不急救。反而尽力帮助斯大林，好象

受死刑威胁的并不是他们。要知 道，即使是出于一自卫本能，他们也应该在最后陈述中孤注一掷，为自己辩护。拯救自

己。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来吹捧自己的刽子 手。他们要让周围的人们相信，斯大林以前对

他们太有耐心，太宽容，现在，他有权消灭他们……  

  在评价他们的行为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这些被告都有一个不可遏制的愿望：尽快去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

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斗争。不过。 他们的方法，与那些站在真正无私而公正的法庭面前的被告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去证

明自己无罪，而是尽可能准确地信守与斯大样订下的协约：污蔑自己，吹棒斯 大林。  

  斯大林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已引起了西方的怀疑。苏联人民不久前的领袖人物突然间变成了叛徒和凶手，这的确

难以令人置信。所以，自然出现了 一些推测，说这些人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之后才答应站污自己的，说斯大林完全是在借诉

讼程序来掩盖其滥杀无辜的罪行。因此，斯大林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 这种印象。但究竟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竭力

去证明老党员们没受过刑，那反而会加深怀疑，使那些猜忌的人更加确信动过刑。结果，在后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出来申辩 

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被告本人。他们亲口否定了受过刑的传言。  

  比如，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发言时，就驳斥了那些关于他和其它被告受过刑、被施过催眠术以及被灌服过麻



醉剂的说法。他把这些流言蜚语指责为不合实际的神话和实实在在的反动寓言。  

  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外国新闻界在报导他的情况呢？众所周知，在苏联任何人，即使是有行

动自由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外国报纸，更别说是在押犯了！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素以机智闻名的被告人拉狄克，也极力为斯大林的侦讯机关申辩，甚至好象做得过了头。他

在审判大厅里发言时说：  

  “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折磨审讯员。现在有人问我在审讯过程中是否受过折磨。我必须回答他，我的情况恰恰相

反：是我在折磨审讯员，而不是他折磨我。”  

  何等少见的奇论：老布尔什维克竟然为世界人民不相信他们有罪而万分恼怒。他们大发脾气，居然是因为其它国家的

人民还继续把他们看作是正派人， 是斯大林酷刑下的牺牲品；居然是因为人们根本不把他们视为间谍、叛徒和杀人犯。眼

看斯大林就要他们脑袋开花，他们却还要为这个死敌大鸣不平，唯恐世界各国 把他视为无耻的大骗子，说他是强迫他们自

我污蔑和相互诽谤的恶棍。  

  莫斯科审判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告人、公诉人和律师三方面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们都极力证明，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一

切灾难，如饥饿、铁路线上连续不 断的车祸、工矿里使大量工人死于非命的大事故、农民的暴乱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

这一切都是被告的罪过。同时，他们还要证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 “世界的希望”。被告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

诉，其内容一模一样。辩护律师的发言则纯属是对被告的攻评，其尖刻凌厉比诸国家公诉人的发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维辛斯基已经指出侦查机关还没能找到确凿证据，而指控仅仅是建立在被告的坦白之上的，可是律师布芬德仍然

在法庭上声称：  

  “审判官同志们，本案中的全部事实都无可争辩。检察长同志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无论从本案的证据，或是

从证人的证言看来……均已证明这全部属实，因此，辩护一方不打算再就此问题向公诉一方提出异议。”  

  另一辩护律师卡兹纳切也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时说；  

  “不仅被告的口供，而且我们所掌握的大量证据，都已证明本案完全属实。被告人的滔天大罪真是馨竹难书！”  

  听了这些活，任何人都会这样想；所谓的辩护人在说出这种话时，一定羞得无地自容，极力躲避其当事人的眼睛，而

他们的当事人，也一定会向他们投以愤怒的 目光，因为他们对辩护人如此信任，可是到头来却发现是受了卑鄙的欺骗。然

而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辩护律师不会受到良心谴责，被告人也根本不会为此而愤怒。 参加莫斯科审判的人都知道，他们

之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律师还是当事人，无论检察长或是法官。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只能严格按照早已准备好的

台词，扮 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抉择。对于被告人来说，这个抉择是，或者扮演刑事犯的角色，

或者是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家人招来杀身之祸。而对 公诉人和审判长：或者是顺利地按斯大林的指令将这场审判闹剧演

完，或者是因一点点会使人们怀疑此案办得不光彩的失误而白白断送性命。至于辩护律师，则必须 准确无误地执行检察长

交给他的秘密指令，否则，将与当事人同罪……  

  斯大林的目的之一，是杀鸡儆猴，恫吓那些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和仍在同情反对派分子的共产党员。他要他们明白，

谁胆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谁就要遭厄运。为配合这一目的，他还要被告们亲自向全党发出明确无误的警告。  

  被告人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是从一件乍看似乎无罪的小事开始的……如果你们有一天走错了路，犯了错误，而且



还执迷不悟，那么就正如公诉人昨天所说的那样，你们就可能而且必定会堕落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泥沼中去，就象我们现在

这样。”  

  被告罗森霍尔茨的一席话也反映出了斯大林的威胁；“谁若稍微偏离了党的总路线，他的下场就一定是可悲的、不幸

的！”  

  斯大林在确定审判闹剧的台词时，抑制不住自我吹嘘的狂热冲动。正因此。每一个演员自然就会在审判过程中表达出

自己的爱与憎、理智和感情。  

  为此， 维李斯基把自己的起诉词装点上大量的赞词， 诸如什么“伟大的”、“天才的”、“英明的”、“最敬爱

的”等等。有一次，他是这样结束发言的：  

  “我们和我们的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率领下，沿着一扫旧时代残渣余孽的

光明道路向前、向前，直到共产主义！”  

  布哈林在法庭上感慨无比：“他（自然是指斯大林——作者）是人类的希望！他是伟大的创造者！”另一个被告罗森

霍尔茨则高呼。“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不屈不饶、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光荣传统万岁！让我们继承这独一无二的光荣传

统。在斯大林领导下走向光辉的未来！”  

  辩护律师也不甘落在检察长和被告们的后面。律师科姆莫多夫慷慨激昂地说道：“谈到有人阴谋反对斯大林的领导，

那么我要说，一亿七千万人民将为保护自己的领袖而筑起爱戴、尊敬和忠诚的铜墙铁壁，它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永远

永远也攻不破！”  

  这些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宣传口号和自我吹嘘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审判！  

  每一个阅读过或者哪怕是浏览过莫斯科审判正式速记记录的人，大概都已发觉，这些记录锋芒所指，主要都是托洛茨

基。斯大林特别仇视托洛茨基。这种仇恨，在一九二九年一托洛茨基被驱赶到国外之后，在斯大林感到自己鞭长莫及之

后，变得更加疯狂。  

  由于不能把这个参加过一九零五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与列宁的其它老战友同时处死，斯大林只得强迫

莫斯科审判的全体参加者——被告人、检察长和律师，把托洛茨基骂得狗血淋头，把他定为罪魁祸首、道德败坏者，以此

来暂时满足自己的复仇欲。  

  为了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斯大林凭空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说这张

网是从丹麦、法国和挪威伸向苏联的。因为托洛茨基曾在这几个国家居住过。  

  斯大林胡诌托洛茨基与“反革命地下组织”之间有两种联系方式：一、托洛茨基与这个地下组织的苏联领导人秘密通

信；二、这些领导人离开苏联专程前去向他汇报工作和接受新的指令。  

  我们已经知道，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都无法出示一封所谓的“秘密信件”，尽管他说这种通信持续了好

几年。更何况法庭所要证明的是 “阴谋家们”的的确确与托洛茨基多次，而不是一次的秘密碰头。为了使这一说法站住

脚，内务部领导授意哥尔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三名被告，要他们在审判厅内 坦白罪，说自己曾分别于不同时间与国外的

托洛茨基见过面，并从他那里接受了给地下组织的命令。斯大林想，这三名被告的口供出来后就会变成钢鞭材料，必定收 



效不小。然而，结果却完全出乎斯大林的预料，这几次与托洛茨基会面的所有重要细节，统统经受不起任何推敲。这样一

来，三名被告有关与托洛茨基会面的“口 供”，就失去了一切法律上的效用。  

  斯大林在这件事上惨遭失败，其原因非常清楚。托洛茨基自从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苏联后，一直侨居国外。因此，他只

有在国外才能与阴谋分子们见面。 斯大林被捏造这些会面的念头迷住了心窍，居然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内务部的

权力还没扩展到国外，它无法剥夺外国澄清事实、查明真象的权力。要在这种 情形下导演一出以“阴谋者”与托洛茨基会

面为背景的审判闹剧少无疑要担负天大的风险。  

  果然，一场揭露斯大林谣言的运动在西方展开了。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哥尔茨曼供认说。他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因公到柏林出差时，曾秘密地在那里与托洛茨基的

儿子列夫·谢多夫会面，并按阴谋 组织内一个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委托，将一些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他转

送托洛茨基。第二论会面时，谢多夫建议哥尔茨曼同他一道去见住在哥本 哈根的托伦茨基。  

  “我当时就同意了”，哥尔茨曼在法庭上供认道，“但我提醒他，为了不招人耳目，我们不能两人同行。我和谢多夫

商定，我过两三天去哥本哈根，住“布利斯托里”饭店，并在那里与他见面。我离开车站后便直奔饭店，在登记处见到了

谢多夫。十时左右，我们就动身去见托洛茨基。”  

  哥尔茨曼还承认道，托洛茨基告诉他：“……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精心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任务。”  

  当哥尔茨曼的供诉见报后，托洛茨基马上声明那全是谎言，并立即通过外国新闻社向苏联法庭和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

提出要求。让他们问问哥尔茨曼，他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名字进入丹麦的。  

  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向哥尔茨曼提这些问题。他知道，丹麦当局对所有入境的外国人都要进行检查，把名字和身份登记

下来，所以，维辛斯基担心西方记 者会在丹麦四处查讯。那样一来，整个谎言就将昭然若揭。同时，哥尔茨曼的供诉对于

整个审判又非常重要。它是对其它被告起诉的依据。起诉书说（后来的判决书 又对此予以肯定），这些被告是恐怖活动的

实施者，托洛茨基从哥本哈根给他们发出的命今，正是通过哥尔茨曼转达的。  

  法庭判处全部被告人死刑。哥尔茨曼也不例外。一九三六年八年二十五日，即作出判决的第二天，这些被告就被枪决

了。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象常言所说的那样。“死无对证”。斯大林和维辛斯基以为，他们的审判闹剧将因此而成为永

世不解之谜，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九月一日（枪决“阴谋分子”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 ），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就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消

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可是哥尔茨曼却说，他在一九三二年 在那里与谢多夫碰

头，尔后又一起从那里到托洛茨基的住宅去，这怎么可能呢？  

  全世界各大新闻社立即转载了这一重要消息。各方面的人士，无论是敌人还是疑惑不解的朋友，纷纷向莫斯科质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斯大林对此始终保持沉默。  

  在美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莫斯科强加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小组在仔细研究过“哥

本哈根事件”的事实材料之后，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事实证明，在一九三二年，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不复存在。因此，哥尔茨曼显然不可能与谢多夫在这

家饭店里见面。可是他却声称。他与谢多夫约定，他要在这家饭店“住下”并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而且说，这次会面确



实是在这家饭店的登记处进行的……”  

  “我们有权肯定……哥尔茨曼没有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也没有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哥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

洛茨基。”  

  除揭穿了哥尔茨曼的“供诉”之外，该专门小组还绝对淮确地查明，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二日这段

时间里，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 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象约翰·琼组织的这样一个未经

国家授权、不能查阅国家档案并不能雇佣私人侦探的专门小组，能收集到如此 众多而又不可争辩的证据，的确十分不容

易。这些证据主要是涉及谢多夫与哥尔茨曼会面的。在此，我仅引用两条证据。  

  第一条，是当时在柏林最高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

考勤簿，——这就证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  

  第二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私信。这些信不可置辩地证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日。他的的确确

在柏林。下面就是他父母快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了，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愿意

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

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即谢谢多娃·托洛茨卡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邮局的

邮戳：“埃斯堡、三二年十二月 三日。”谢多娃·托洛获卡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结尾时她

说：“我仍旧盼望出现奇迹，让我能同你在此见一面。”  

  斯大林得知丹麦报纸报导了哥本哈根“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已不存在的消息后，简直气疯了：“真见鬼。你们怎么想

出这么个饭店。应该说他们在车站见的面。车站是拆不掉的！”  

  斯大林命令亚果达进行调查、查出是哪些内务部人员如此粗心，使得整个审判威信扫地，并要求亚果达把名单报上

去。亚果达怀着一线扭转败局的希 望，立即将内务部外事局一个颇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了哥本哈根，要他在现场观察一

下，看看内务部能否在那里做些手脚，洗掉耻辱，或者，哪怕使这件如此丢人 的丑事得到一丁点补救也好。但这个工作人

员却空手而归。许多参与此事的人都大为不解。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内务部怎么会为如此重大的案件达择一个根本不存在 

的“布利斯托里”饭店？要知道，哥本哈根的饭店多如牛毛，还愁没法选择的！斯大林的要求而专门进行的调查，弄清了

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当哥尔茨曼忍受不住酷刑拷问而终于同意在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下签字时，审判闹剧的组织者便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

供哥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而且，这个地点必须便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  

  叶若夫认定，最合适的地点是饭店。但究竟选哥本哈根的哪一家饭店，则将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局提供的材料来

定，因为所谓的第一局是专门收集外 国情报的。然而，负责审判准备工作并为其提供“技术保障”的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

长莫尔恰诺夫却认为，直接向外交部索取哥本哈根的饭店名称的作法不大稳妥。 他知道，饭店名称很快就将在审判中出

现，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很可能会由此而猜出其中之奥秘。可是莫尔恰诺夫这次是过份聪明了。他命令秘书给外交部第一局

打电 话，要他们提供几个在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饭店名称。他这样做，是为了给第一局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找饭店是为了给

派往斯堪的那维亚的内务部重要人员们安排住 处。  



  莫尔恰诺夫的秘书照办了。但是．他在为上司打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却没分清那些饭店在奥斯陆，那些饭店在哥

本哈根、从而铸下了危及整个审判的致命错误。而莫尔恰诺夫又偏偏选中了“布利斯托里”。其实，这个饭店是存在的，

不过是在奥斯陆，而不是在哥本哈根。  

  这种情况，哥尔茨曼又如何能知道呢，尽管他承认与托洛茨基联系过并将供诉书上签了字！ 


